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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下）

陈　 力 

摘　 要　 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国没有像古代朝鲜和中世纪末期欧洲那样成为文献复制方式的主流，与其自身的特

点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环境相关。 活字技术适合一次性印刷大批量书籍，不如雕版技术

适合长线印刷。 中国地域广袤，除中央机构刻印书籍外，地方印书业也比较发达，官府、书院、私人等都刻印或覆

刻书籍，一次性印量有限，多采用雕版技术长线印刷。 古代朝鲜在学习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之后，与其社会特

点与需要相结合，得到了广泛应用。 古代朝鲜中央设立书籍院，铸造活字，统一负责图书印刷并发放至地方，活字

技术正好适合大批量图书的印刷。 与同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不同的是，１５ 世纪中叶德国人谷腾堡发明铅合金

活字时，正值欧洲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前夜，活字印刷适应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文献印刷和传播的需

要，社会结构、工商业环境、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出版企业化等因素，推动了活字印刷在欧洲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

展。 活字印刷术虽然在中国古代并未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但它仍在传播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雕版印

刷术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参考文献 ２２。
关键词　 活字印刷术　 技术原理　 发明时间　 社会需求　 文化发展　 图书史

分类号　 Ｇ２５６ １

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Ⅱ）

ＣＨＥＮ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ｆｉｔ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ｏｏｋ ａｓ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ｓｏ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ｌｌ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ｒｉｎｔ ｒｕ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ｏｒｅ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ｏｏ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ｈｅｎ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１３９７ － １４６８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ｔｙｐｅ ｍｅｔａｌ ｗａｓ ｊｕ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００４

通信作者： 陈力，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ｉ＠ ｎｌｃ．ｃｎ，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８３０９－４５１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ＣＨＥＮ Ｌｉ，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ｌｉ＠ ｎｌｃ．ｃｎ，ＯＲＣ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３０９－４５１０）



陈　 力：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下）
ＣＨＥＮ Ｌｉ：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Ⅱ）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ｌｌ ｔｈｏ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ｂｌｏｃｋ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２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３　 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及评析

按照金简的设想，活字印刷，“属一劳久便”
之法，不必每印一书便雕新版，可以节省大量经

费。 但是，当活字印刷在面向市场时，实际情况

却并非金简所设想的那般美好。
中国的印刷业是在封建时代小手工业和小

商品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也具有小手

工业和小商品经济的特点，其经营活动也会遵

循小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无论是

官府、私家还是书坊，除了皇家和政府有时为某

种目的而不计成本外，都会从与图书印刷出版

有关的各个方面来衡量是采用雕版印刷还是活

字印刷。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活字印刷术的原理早

就被发现了，并且比雕版印刷更接近于殷商时

代就已出现的玺印，但即使是在人们已经熟练

地掌握了这门技术以后，与雕版印刷术相比，它
的发展仍是较为缓慢的，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

文献复制方式的主流：在《中国古籍总目·集

部》中，共著录图书 ８０ ４８９ 部，活字本仅有 ８７１
部（包括丛书零本），仅占总数百分之一多一点。
另据丁瑜先生统计，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中，
著录了图书 ７ ７４８ 种约 ２ 万部，其中活字本仅

２２０ 余部［１］ ，其比例也是百分之一多一点。 既然

活字印刷有那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在实践中采

用活字印刷的这么少？ 为什么同样属于中华文

化圈的古代朝鲜半岛，活字印刷术显然比在中

国的发展情况要好得多？ 张秀民、韩琦先生曾

进行过分析，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政

府重视，第二是从技术上看，古代朝鲜造金属活

字用铸造的方法，而中国则主要采取用雕刻的

方法［２］６３０－６３１。
的确，在对活字技术的态度上，中国古代中

央政府和古代朝鲜中央政府是很不一样的。
宋元二代内府、国子监及中央各机构都刻

印过大量图书，但迄今尚未发现有活字印书的

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 有明一代，内府是皇家

的刻书机构，据统计，明代内府印书可考者共

３２０ 种，全部为雕版印刷，无一活字［３］ 。 明代南、
北国子监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图书出版机构，
也全都是用雕版印刷图书。 明代藩府位尊财

厚，曾大量刻印图书，即著名的“藩刻本”，见于

记载者，在明代的四十多个藩府所刻四百多种

图书中，只有蜀府用活字排印过《栾城集》，益府

用活字排印过《辨惑编》 《辨惑续编》 ［４］ 。 也就

是这两个藩府，蜀府印书 ４０ 种，益府印书 １５ 种，
除这三种书外，都是雕版［２］２９２－３０８。 直到清代，朝
廷才有了大规模制作活字、使用活字之举。 康

熙末年为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根据陈梦雷的

建议，决定采用铜活字排印，武英殿专门设立了

“铜字馆”，制作铜活字，仅刻字一项，“每字工银

二分五厘”，至于管理和排印等事，则是雇专人

每月按三两五钱工银发放［５］ ，但最后仅印刷《古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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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图书集成》６５ 部（包括工作底本 １ 部①），费银

逾百万两，其成本之高，颇为惊人②。 康熙决定

采用铜活字印刷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

如果用雕版印刷篇幅达 １０ ０４０ 卷的《古今图书

集成》，几无可能，而活字印刷是唯一可行的选

择。 因此，在用这套活字排印了《古今图书集

成》以及《律吕正义》《数理精蕴》等有限的几种

书之后，到乾隆十年，所有已刻活字共 ２７ ８６０ 斤

铜被销毁，铸造了雍和宫的三世佛［６］ 。 真正对

活字排印技术熟悉并有能力推动活字更广泛应

用的是乾隆中叶深得乾隆皇帝信任并任户部右

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四库全书》副总裁的金

简，他本人是长于用活字排印图书的朝鲜人后

裔，可能更清楚活字印刷术之长，但并未充分考

虑到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国情的差异，因此虽

然他大力推动，但结果与其初衷相距甚远。 乾

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董诰奏：
聚珍版设法之意，原期成功迅速，易于

成书，是以臣等酌量，每种刷印除预备陈设

外，俱以三百部为率，而近日闻风购买者甚

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给。 查江南、江西、浙

江、福建、广东五省，向来刊行书籍颇多，刻

工版料亦较他处为便。 臣愚理合仰恳皇上

天恩，准将现已摆印过各书，每省发给一分，
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并请嗣后于

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照办，则远近购书较

易，流传益广，其尚文崇古之盛于无既矣。［７］

尽管“闻风购买者甚多，所印之本尚不敷给”，但
加上清宫各殿陈设，全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仅印了三百余部。 既然活字版已经排出，为什

么不大量刷印？ 其原因就在于，大量刷印后再

运往各地，运销成本过大，因此该书印出后，除
在北京城内公开售卖外，各省只发给一套，“如

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 实际上，有好几

个省确实翻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但无一

例外，都是采用雕版印刷，并未再用活字排印。
金简主持制作的这套木活字，除《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之外，仅仅排印了《四库全书考证》《吏部则

例》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图书。 大概在清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便因武英殿失火而被烧毁［８］ ，而这时，西
方的现代活字印刷技术已经叩开了中国的大门，
朝廷也再没有大规模地用活字印刷图书。

反观古代朝鲜，朝廷对活字印刷高度重视。
从公元 １４ 世纪末李朝建立以后，中央设立的书

籍院专门设立了铸字所，铸造活字，并不断改进

技术。 李朝太宗三年癸未（１４０３，明永乐元年）
铸金属活字，即“癸未字”，到 １９ 世纪末，朝鲜共

制作铜活字 ２８ 次、铅活字 ２ 次、铜铁合金活字 ２
次、铁活字 ８ 次、木活字 ２４ 次、陶活字 ２ 次、葫芦

活字 １ 次［９］ 。 分析中朝两国官方在活字印刷上

不同态度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图书出版而

言，古代中国是“朝小野大”，虽然内府、中央各

机关印行了不少图书，但与地方官府、书院、学
校和民间相比，其规模远远不及；而古代朝鲜则

是“朝大野小”，从高丽朝显宗（１０１０—１０３１）根

据《开宝藏》雕刻《大藏经》开始，逐步建立起了

以王朝中央主导的图书出版体系。 当时每得中

国之书，即分送各州县，地方政府覆刻后再版交

中央，由中央保存书板再继续印书。 到高丽朝

末期，中央设立了书籍院，统一负责图书印刷事

宜，民间虽然也有一些图书出版，但规模很小。

００６

①

②

或称“样书”，实即《古今图书集成》一边排印一边校对的工作底本，此残本现藏宁波天一阁，参见李开

升：《〈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校样本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７６－８７ 页。
雍正六年春，鄂尔泰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子鄂容安等在《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中称：“纂修六

年书成，复增三年告竣，议叙官数十人员，费帑资百万余两。 仅刷书六十部，板随刷随毁。”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

譜》，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按，６５ 部《古今图书集成》除大内宫殿陈列、《四库全书》七阁各配置一套以及颁赐王

公大臣和编修《四库全书》时献书较多的天一阁等藏书之家外，并未出售，唯乾隆四十一年朝鲜赴华副使徐浩修

曾设法以 ２ １５０ 两银购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５ ０２０ 卷（力案：《古今图书集成》原本共装订为 ５ ０２０ 册，故此

“卷”疑为“册”之误）。 徐浩修买书事见《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 ３“元年二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影印本，第 ４７ 册第 ９５ 页。



陈　 力：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下）
ＣＨＥＮ Ｌｉ：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Ⅱ）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Ｍａｙ，２０１９

至于张秀民和韩琦先生提到的第二个原

因，即两国制作金属活字方法上的差异，这恐怕

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金属活字

比较著名的如清代武英殿铜字馆的活字是先铸

成“铜子”后，再在上面镌字，但也不排除有用铸

造方法制成者。 同时，如果要说铸造金属活字，
中国本来就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更为成熟的经

验，古代的印玺、青铜器铭文大多是铸造出来

的，更何况，金属活字之外，还有木活字等可供

选择。 黄永年先生曾经指出：
因为封建社会的基本书———经史子集

等四部要籍都比较固定，刻成书版可长期使

用，如用活字印一次就得排一次，反而不方

便不经济。 刻时人的诗文新著也有同样的

情况，……这就是在封建社会活字本取代不

了刻本的唯一原因。［１０］

黄先生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但
说是“唯一原因”，却也未必。 应该说，经济的、
社会的、文化的、学术的以及技术的因素都是制

约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活字印刷的优势是一次刻字，便可长期反

复使用，而这个优势实现的前提是大批量、长期

持续的印刷，一次性大批量印刷，活字排版的利

用效率就高；长时间经营，不断排印图书，活字

可反复利用的优势就能得到充分体现。 但问题

是：中国古代一般书坊的规模都不大，能够长期

经营的更少，像宋元明累世经营的建阳“勤有

堂”、从清初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一直经营的“扫

叶山房”，数量很少，有的书坊或刻书之家虽然

曾经非常有名，但往往不能持久，最为典型的是

明代安国的桂坡馆。 安氏用铜活字印书，校勘

也较其他诸家为精，但安国去世后，其铜活字便

被他的六个儿子瓜分，不能再继续排印图书了。
前面提到，金简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比

较了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的优劣，如果仅仅从

活字制作和雕版制作这一点上看，活字印刷的

确具有雕版印刷难以相比的优势。 但是，在整

个印刷流程中，活字制作或者雕版制作仅仅是

众多程序中的一项工作，从资金投入上看，也仅

仅是整个印刷成本的一小部分，雕版印刷与活

字印刷谁省谁费，还得看图书出版的全流程以

及在雕版与活字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综合效益。
实际上，许多尝试用活字印书的人，往往在开始

不久就铩羽而归。 前面提到，明饶世仁、游廷桂

用铜活字印行《太平御览》，三年时间仅成十分

之一、二，只好将铜活字卖给周光宙周堂父子和

顾肖岩、秦虹川，其后周光宙周堂父子与顾、秦
合作，继续聘用饶世仁、游廷桂为其印书，最后

仅印得百余部，大家平分。 清道光九年（１８２９）
秋，李瑶用泥活字排印《南疆绎史勘本》，“是书

初印计八十部，工阅二百四十余日，糜用平泉三

十万有奇。”道光十年（１８３０）春天，李瑶对《南疆

绎史勘本》再次进行勘补，由萧山蔡聘珍“为之

鸠工排版，传诸海内者又百部” ［１１］ 。 道光十二

年（１８３２），李瑶又用泥活字排印了《校补金石

例》４ 种 １７ 卷。 用泥活字印书，本身带有探索试

验性质，投入多而产出少，“已极旅人之困”。 清

道光中，福建人林春祺制作铜活字四十余万个，
称“福田书海”，耗银二十余万两，但据史料记

载，这套活字所印书仅有顾炎武的《音论》３ 卷、
《诗本音》１０ 卷和《军中医方备要》以及《水陆攻

守战略秘书七种》。 按活字印书数量一般为一

二百部计算①，林春淇耗巨资制作的铜活字与所

印图书相比，成本十分巨大，远超雕版印刷。 因

此，在多数情况下，考虑到成本与销售问题，初
印数量少，以后按需印刷是最佳的商业模式，雕
版印刷正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②。

活字本的优势在于快速排印，可以很快地

抢占市场，但因其版随印随拆的特点，不适合长

线书籍的出版，雕版印刷仍是最可行的选择，一
个典型案例就是《红楼梦》 的传播史。 曹雪芹

００７

①
②

印数较多者，当属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翟金生用泥活字排印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１８ 卷，共印 ４００ 部。
曹炯镇先生也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图书的需求是“不断地少量供应，而雕版印刷恰好符合这种

条件”。 见《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第 ９４ 页，学海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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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世后，先以抄本行世，故流传未广。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岁末，北京的书坊萃文书

屋以 “抄录固难，刊版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

印”，用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即所谓“程甲

本”。 但仅过了二个多月，萃文书屋便“因急欲

公诸同好，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遂“复

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 ［１２］ ，重新排

印了一版，即所谓“程乙本”。 程甲、程乙两本都

是活字印刷，是《红楼梦》的第一个完整的印本，
在红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程甲、程
乙本印刷数量不多，市场占有率低，真正让《红

楼梦》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普及读物，则
不得不归功于雕版印本。 大概就在程甲、程乙

两本印行后不久，北京就有两个书坊用雕版印

刷了《红楼梦》，一个即所谓“本衙藏版本”，另一

个即所谓“东观阁本”，而影响最大的是后者。
东观阁先是用程甲本为底本刻出了白文无注的

《红楼梦》。 到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东观阁增

加了批语后再刻了一版，此后各地书坊纷纷翻

刻，底本大多直接或间接出自东观阁嘉庆十六

年刻本［１３－１４］ 。 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的雕版大概

不久就转版或赁版给了另一家书坊“文畬堂”，
这就是有名的“文畬堂”本，其实版片就是东观

阁所刻。 到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此版再一次转

版，被删去了部分行间批、重点和重圈，仍以“东

观阁”名义印行。 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有人

又重刻了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仍以“东观阁”
名义印行。 此后，不少书坊又据此本翻刻、重

刻。 由此可见，雕版不仅可以按需印刷，长期使

用，而且还可以采用租赁的方式，供人到店刷印

或者直接将版片租人刷印，一副雕版的累计印

刷量远远超过活字印刷。 雕版的这种经营模式

至少从宋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了，而租赁活字自

己再排版刷印的例子虽然有，但并不常见①，因
为如果只是租赁活字及相关材料，没有专业、熟
练的工匠，即使是租赁了活字，也无法印刷。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民间出版图书数量

之多，恐怕无过于明末清初的汲古阁和清代扫

叶山房。 从明万历末年开始，常熟毛晋开始校

刻图书，清顺治中毛晋去世后，其子继续校刻图

书。 据统计，仅毛晋所校刻的图书就达 ６５９ 种近

５ ７７６ 卷②，所刻书版数逾 １０ 万，有汲古阁（早期

署绿君亭、世美堂）自刻，也有为他人代刻，无一

采用活字排印。 扫叶山房（包括其前身琴川书

屋）从清代初年即开始刻书，到 １９５２ 年停业，经
营出版时间之长，无有过者，所印图书数百种，
代销图书数千种，除了苏州本店外，还陆续在其

他地方开设了一些分店，其销售网之广也是其

他书铺难以匹敌的。 像规模如此之大、营业时

间如此之长的书坊，本来是最有条件利用活字

来排印图书的，但事实正好相反。 扫叶山房乾

隆初年收购了汲古阁所刻十三经和十七史等书

版，自己也用雕版刊刻了大量图书，包括覆刻武

英殿聚珍版《旧五代史》，除了近代以后部分采

用石印、铅印等西法印书外，几乎都是雕版［１５］ ，
原因无他，正是由于雕版印刷更加适合封建时

代的中国。
反观 １５ 世 纪 中 叶 德 国 技 师 谷 腾 堡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约 １３９７—１４６８ 年） 所发明

的活字印刷术，它涵盖了现代印刷技术最重要

的几个要素，如铅合金活字及冲压字模、排版方

法、木制印刷机、油脂性油墨以及一套完整、高
效率的印刷工艺流程，为印刷的机械化开辟了

道路。 除技术以外，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社会

经济的原因。 谷腾堡所处的时代，正值欧洲宗

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前夜，是由中世纪向近代

００８

①

②

例如明万历时徐兆稷借人活板印行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２６ 卷，共印 １００ 部。 不过徐兆稷在书

前题记云：“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不敢以行世也。 活板亦颇费手，不可为

继，观者谅之。”可见租赁活字排印，的确也是一件困难之事。
周彦文统计毛晋刻书有 ６５９ 种、５ ７７６ 卷，见所著《毛晋汲古阁刻书考》，第 １０ 页，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不过，周氏的统计尚有遗漏，如毛氏以“世美堂”名义所刻《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剪桐载笔记》等并未

统计在内。 另外，有一些书版也是毛晋从他人购得后再加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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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的转折点。 谷腾堡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
首先就用于印刷像《圣经》这类社会需求量极大

的文献，因印刷批量大，成本便能大大降低，于
是很快占领了市场。 反过来，市场占有量大，又
大大促进了活字印刷的普及和技术的进一步改

进。 谷腾堡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
久之后到来的工业革命，使谷腾堡的活字印刷

术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而随着工业革命的

到来，欧洲社会结构、工商业环境包括资本市场

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又为活字印刷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

模式，也推动了印刷出版从作坊式生产向近现代

出版企业化生产迈进。 当然，欧洲所使用的拼音

文字在活字技术发展的早期显然也比复杂的中

文更为简单，更加适合活字排印这种方式。
正如张秀民、韩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

古代出版业的专业性不强［２］６３１，从业人员的文

化水平一般不高，很难胜任活字排印这种对文

化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 与活字印刷相比，雕
版印刷除了写样外，印刷其他环节对工匠的要

求不高。 因此，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雕版印刷

更具优势。
活字排印因为是由许多单字组合而成，在

检字、排字过程中很容易出错，校对也不容易，
较之雕版印刷，出错的机率要高得多。 中国古

代的活字印刷多数在民间，书坊规模小且不稳

定，很难保持有较高水平的专业工匠队伍，因

此，在排印、校对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
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不能占据图书出版主流地

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学者陆深就曾批评

说：“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

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 乾隆皇帝批评明弘治

中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云：
昨岁江南所进之书有《鹖冠子》，即活

字版，第字体不工且多讹谬耳。①

《天禄琳琅书目》载毛晋批评华氏活字印本《渭

南集》云：“近得光禄华君活字印本《渭南集》五

十卷，乃嘉定中翁幼子遹编辑也，但其版多谬多

遗。” ［１６］ 张金吾批评会通馆活字本《宋诸臣奏

议》“谬误不可枚举” ［１７］ 。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

志》载，有人批评明活字本华氏《蔡中郎集》：“前

后错杂，至不可句读” ［１８］ 。 周堂的铜活字印本

《太平御览》因错讹颇多（既有周氏校勘不精的

问题，也有排印错误的问题），向不为人所重。
相反，清代嘉庆中张海鹏用雕版印刷《太平御

览》校勘、刊刻均精，则颇为世人所重。 这些错

误，既与“明人无学”、编者疏于校勘有关，也与

活字排印技术本身检字、排字、校勘困难，易致

讹脱有关。 与此相关，活字在整个印刷工艺流

程中对使用者（工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而在雕

版的整个工艺流程中，“写样”是对文化水平要

求最高的一个环节。 一旦写样完成，后面的刻

字工人依样凑刀雕刻即可，识字不多的人也可

胜任这项工作。 从明代后期开始，版印多用“宋

字”，横平竖直，雕版工人甚至不需逐字雕刻，往
往将一版中的横划或竖划一次性刻完，然后调

整一下木板的角度和方向再刻下一笔划。 而活

字排印则不同，检字、排字与使用后归字都是对

工人文化水平以及经验要求很高的工作。 因

此，活字即使可以出租、转让，但如果没有专业

的排字、检字、归字工人也是不能使用的，远不

如雕版方便。 反观古代朝鲜，图书出版由中央

主导，有一支非常稳定的、专业的活字印刷工

匠，排印、校对以及整个质量控制都较容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籍不仅仅是一种知

识与信息的载体，“书香”还具有文化的象征意

义，读书人尤其是藏书家、达官贵人对书籍版

式、字体、墨色、插图、纸张乃至装订等等都有较

高的审美要求，包括对宋元版的崇拜，从明代中

后期开始流行的“覆宋版”以及清代康熙年间开

始流行的“写刻本”，虽然在品种数量上并不多，

００９

① （清）弘历（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同为制活字，用以印全书。 精越鹖冠体，富过邺架储”句
注，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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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代表了社会主流的审美观念，这些只有用

雕版印刷才能实现。 而活字无论是字体、墨色、
版式等等都很难与雕版相抗衡，活字高低不平，
着墨不好，浓淡不匀，文字排列不整齐，边框犹

如断线等等，一直为人所诟病。 相比较而言，雕
版印刷能够体现社会主流的审美观，而这一点，
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活字印刷的看法。

在中国传统的文本表达方式里，除了正文

以外，“注” “疏” “笺”等注释、解释和考证性文

字以及引文出处、对正文的批注等等十分常见，
为了与正文区分，常常采用大小不同的字号混

排（即所谓小字注、小字双行注等），用不同字

体、颜色来区分正文与附加和注释文字，用眉

批、行间批来发表评论。 这种情况，无论是手抄

还是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都很好解决［１９］ 。 １９
世纪初，英国人米怜准备印行《论解说保罗的以

弗所书》，因为涉及使用三种大小不同的字体，
经过分析，米怜承认：“我们确实完全相信中国

的印刷方式（力按：指雕版）对于他们的语言来

说是最为适宜的。”而如果采用活字排印，则很

难满足要求。 《天禄琳琅书目》批评华坚兰雪堂

活字铜版《白氏长庆集》 “其书于一行之中分列

两行之字，全部皆如小注，遂致参错不齐，则其

法虽精，而其制尚未尽善也” ［２０］ 。 明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华燧会通馆活字排印《宋诸臣奏议》也是

正文和注释不分。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就是地理的

因素。 相比中国庞大而复杂的政府体系而言，
前后持续五百年的朝鲜李氏王朝是一个小而集

中并且稳定的王朝，由李氏王朝印刷的各种文

诰、法律文书以及普通图书，可以比较方便地预

估印数，印好后直接发往各地，运输成本较低

（这也是古代朝鲜的图书出版为什么由中央主

导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能够充分发挥活字印

刷的优势。 相反，中国幅员辽阔，如果采用活字

进行大批量印刷然后再发往各地的话，势必会

增加大量的运输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中央的财

政负担。 徐苏先生在分析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

发展缓慢的原因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并举例说：
南宋唐仲友在台州用公款开雕《荀子》等“四子”
印版，装成 ６０６ 部，每部 １５ 册，除送与各级官员

二百余部外，将其余 ３７５ 部运回婺州自家的书坊

出售，与其他书籍分装成 ２７ 担，然后差兵押运回

去。① 如果采用雕版印刷，中央颁行正本，再由

各地翻刻，而留在中央的雕版版片还可以长期

保存并不断按需刷印，这样才能解决运销成本

问题。 明代的《大诰》《大明律》《四书大全》《五

经大全》《性理大全》《大明一统志》以及前面提

到的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等基本上都是

这样处理的。
虽然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社会远不如雕版

印刷受重视，但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领域，活字印

刷却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在中国古代的活字印书中，有一个突出的

现象，就是大部头图书较多，如明代华氏会通馆

用金属活字排印了《诸臣奏议》１５０ 卷、《锦绣万

花谷》３ 集 １２０ 卷、《会通馆印正缉补古今合璧事

类》５ 集 ３６６ 卷、《纪纂渊海》２００ 卷、《百川学海》
１００ 种 １７７ 卷等，华氏兰雪堂用金属活字排印了

《白氏长庆集》７１ 卷、《元氏长庆集》６０ 卷、《艺文

类聚》１００ 卷等，安国桂坡馆用铜活字排印了《重

校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１０９ 卷、《古今合璧事类

备要》５ 集 ３６６ 卷等，常熟周堂用游氏铜活字排

印了《太平御览》１ ０００ 卷，另外，《太平广记》５００
卷可能也是用这套活字排印的。 念初堂用木活

字本排印了《函史》１０２ 卷。 清代的大部头活字

本更多，除了康熙雍正间武英殿铜活字《古今图

书集成》１０ ０４０ 卷、乾隆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１３４ 种 ２ ４００ 卷外，张金吾爱日精庐用木

０１０

① 徐苏：《我国古代的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发展缓慢》，原载《印刷技术》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４ 期，收入上海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活字印刷源流》，第 ２５６－２６６ 页，印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按徐文引用唐仲友事有小

误，今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１９《按唐仲友第六状》（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２０ 册第

８６４－８６６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改。



陈　 力：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下）
ＣＨＥＮ Ｌｉ：Ａ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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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排印了《续资治通鉴长编》５２０ 卷，汪昌用木

活字排印了《太平御览》１ ０００ 卷，龙万育敷文阁

用木活字排印了《天下郡国利病书》１２０ 卷、《读

史方舆纪要》１３０ 卷，六安晁氏用木活字排印了

《学海类编》４２０ 种 ８１０ 卷，江夏童和豫朝宗书室

用木活字排印了《资治通鉴补》２９４ 卷刊误 ２ 卷

以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

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左传事纬》等纪

事本末类史书和其他一些图书，清代后期北京

隆福寺的聚珍堂用木活字印行了大量小说《红

楼梦》及续书、《儿女英雄传》 《三侠五义》 《济公

传》《聊斋志异》等，不俱列。 最为典型的是篇幅

长达 １ ０００ 卷的《太平御览》，从明到清，就有明

代万历周堂铜活字印本、 清代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汪昌木活字印本，日本喜多村直宽在安

政二年（１８５５，当清咸丰五年）也用活字排印了

《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 是中国古代有名的

“大书”，人们如此热衷于用活字排印，不是偶然

的。 因为，一部大书如用雕版，版片数量及前期

投入十分惊人，而如果用活字排印，准备二三十

万个活字即可，省时省力也省钱。 如能大量、长
期排印图书，则能更充分利用活字印刷的优势，
像会通馆、兰雪堂、桂坡馆、聚珍堂大量使用活字

印书①，也可以将图书的单位成本降到很低。
印制大部头图书，使用活字固然比较省时

省力省钱，但另一个突出的现象也值得注意：活
字排印的大部头图书印数都很少，如明会通馆

活字本《宋诸臣奏议》只印了五十部，周堂活字

本《太平御览》只印了百余部，清代耗巨资排印

的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只印了六十五部，
即使是金简极力推崇并受到乾隆皇帝高度重视

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只印了三百余部。 这

种现象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涉及一个简单的

经营问题：大部头图书用活字排印，固然可以降

低书版制作成本，但在古代图书印刷成本中，无
论是雕版还是活字排印，制版部分都只占一小

部分，最大的成本在纸墨及刷印装订上②。 印数

多了，必然造成资金的大量占压，甚至可能出现

卖不掉而导致亏本的状况。
除了大部头图书外，对于一次性印刷数量

较大、印数基本固定、连续出版的文献来说，活
字印刷的方式就特别适合，在古代的文献类型

中，类似今日报纸的连续出版物邸报、京报就属

于这类文献，每隔若干年就要重修或者续谱的

家谱性质也与连续出版物相类似。
至迟从唐代起，中国就出现了专门报道“新

闻”的出版物，官方亦将政务、人事安排等事公

告，通称《邸钞》《邸报》。 到明代后期，这类出版

物有了活字印本。 顾炎武《日知录》载：“忆昔时

《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

写本。” ［２１］ 清代具有《邸报》性质的《京报》（由官

方特许的报房印行）则基本上是用活字版排印。
《邸报》《京报》采用活字排印，关键在于它基本

上是定期出版，并且发行销售对象稳定，印数确

定，一期出版后，即可拆版，不用保存，然后再排

下一期。 清代袁栋说：“余家有活板苏《斜川集》
十卷，唯字迹大小不能画一耳。 近日《邸报》往

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屡印屡换，乃出于不得已，
即有讹谬，可以情恕也。” ［２２］ 这说明，《邸报》《京

报》这类文献之所以采用活字印刷，是因为适合

“屡印屡换”，对于不必长期保留印版的东西，活

０１１

①

②

明嘉靖十年俞泰跋安国嘉靖十年刻《初学记》云：“君宦久外，未知安子乎？ 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嘉惠后

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今存安国活字印本可考者仅 １０ 种，其他活字印本多已不存，据此知当时锡山诸家用金

属活字印书已成规模，故能较好地发挥活字印刷的优势。
根据宋绍兴十年黄州知州沈虞卿刻《小畜集》、乾道高邮军学刻《淮海集》、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本《大易

粹言》、淳熙十年象山县学所刻的《汉隽》等书上的题记，到官学去刷印图书，赁版费（可视为分摊在每部图书中的

雕版费）仅占整个费用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宋代以后，雕版的成本更低，明末汲古阁刻书，每百字工银甚至

只有 ２０ 文。 以上参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第三章“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

及其事略”，第 ６５５－６８０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陈力：《中国古代图书史———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

化史》，第 ２９９－３００ 页，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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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排印显然比雕版印刷更为方便、快捷、省钱。
中国民间流行的家谱，其特点第一是文字

简单，格式基本统一（当然人名会很复杂，但可

以现刻），第二是内容定期增、续。 如果采用雕

版印刷的方式，一旦印成，“续谱”时就会比较麻

烦，通常只能采用手工填写或者重新雕版。 家

谱的印数一般也不多，几十部便已足够，如果雕

版印刷，成本较大，而采用活字排印则非常简

单，一个家族新增丁口或者有什么大事，可以用

活字很方便地增补印上。 在《中国古籍总目》史

部谱牒类中，著录了古代家谱 １６ ８９３ 部，其中活

字印本就达 １０ ９０２ 部，几乎占了三分之二。 用

活字排印家谱，南方更为流行，现存的活字家谱

中，绝大部分是南方印本。

民间老百姓日常所用的“通书”（年历）也常

用活字印刷，因为这类文献更是一次性的，并且

每年的文字内容、格式都基本一致，活字制作数

量不需太多，排版也容易，因此采用活字印刷，
较为便利。

综上所述，活字印刷术虽然在中国古代并

未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但它仍然在某些领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的活字印刷技术虽然

不如在朝鲜半岛那么受到重视，但应该指出的

是，古代朝鲜正是在学习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技

术之后，与古代朝鲜社会的特点与需要相结合，
才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活字印刷技术与雕版印刷术一道，构成了中

华民族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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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 ｏｆ 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Ｓｈｉ Ｂｕ·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６７５．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５６７．）

［２１］ 顾炎武． 顾亭林文集·与公肃甥书之一［Ｍ］． 华忱之，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５５．（Ｇｕ Ｙａｎｗ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Ｇｕ Ｔｉｎｇｌｉｎ·Ｙｕ ｇｏｎｇ ｓｕ ｓｈｅｎｇ ｓｈｕ ｚｈｉ ｙｉ［Ｍ］． Ｈｕａ Ｃｈｅｎｚｈｉ，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ｓ Ｃｏｍｐａ⁃

ｎｙ， １９８３：５５．）

［２２］ 袁栋． 书隐丛说：卷１３［Ｇ］ ／ ／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７１． （ Ｙｕａｎ Ｄｏｎｇ． Ｓｈｕ ｙｉｎ ｃｏｎｇ

ｓｈｕｏ：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３ ［ Ｇ］ ／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５７１．）

陈　 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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